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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藩校における中国書院の受容と変容
――「白鹿洞書院掲示」を手がかりに
　中国の書院は宋から本格的に始まり、次第に数を増やしたと同時に、「学問、教育、蔵書、
祭祀、書籍作成、経営（学田）」などの複合的な機能を備えもつ機構となった。近世日本に
書院が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たか、議論が分かれるこの課題について、本論文では書院の
教育思想を集約する「白鹿洞書院掲示」が藩校にどのように使われたかを中心に分析した。
　論文は全六節から構成している。序論に続いて、第二節では書院制度の確立とその変遷
を概観し、第三節では江戸時代において教育理念としての「白鹿洞書院掲示」が如何に思
想として受け入れたかを考察した。第三節、第四節では関山邦宏（1977）に対して検討を
行った上、そこに収録していない八校の藩校において「白鹿洞書院掲示」がどのように使
われたかを考察した。結論として、第五節、第六節は「白鹿洞書院掲示」が学則としての
みならず教育内容としても応用している受容の側面として指摘し、また祭祀活動、蔵書の
面において藩校が書院の基本的な形式を踏まえつつも独自の変容を図った様態を明らかに
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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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教育方面也深受中国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学校的组织形式，
还体现在教育内容及方法等方方面面1。书院经由唐的初创、到宋元的发展、明清的充实，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文化。儒学广泛深入的影响了江户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学界公认
的事实，但关于中国书院是否被移植到日本，中日学者间仍意见不一。平坂謙二2（1999）
从中国书院的实质出发，从科举制度与书院的关系、中日韩三国的制度基础等角度论证了书
院制度虽被朝鲜完全引进，但日本不过是模仿其部分特征，且仅是少数，因此认为中国书院
制度并未传入日本3。白新良（2002）则将目光聚焦于江户时期以书院为名的教育机构，认
定其为日本的书院。他认为，日本书院取法于中国，虽然数量较少，在形式上未能独成类别，
但却渗透融合于各类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中4。而難波征男（2007）则在其研究中将包括藩校、
乡校、塾、寺子屋在内的日本近代化前的教育机构定义为日本书院，他认为，虽然中、日、
韩三国的书院不论在制度还是教育内容上都有诸多的不同，但应求同存异，将三者结合为一
个整体，扩充书院文化的深度与广度5。可见中日两国学者对于日本是否存在过书院仍有较
大的分歧。本文试图以在日本藩校与中国书院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
简称为《揭示》）为线索，通过对比其在中国书院与日本藩校中使用实态的异同之处，探究
二者间的内在联系。
二．中国书院制度概略
　　在讨论日本藩校对书院的受容与变容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教育史中占重要地位
的中国书院制度6。
　　中国书院起源于唐，但发展却要从宋算起。总体来说，宋朝经济发展迅速，加之印刷技
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北宋建立之初战乱不断，政府难以恢复唐朝的
官学体系，于是书院成为了官学的替代，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政府在支持民间进行书院
建设的同时也大力提倡科举，将书院与科举相结合，以强化书院的教育功能。这样一来，书
院既能容纳民众求学，又能为官府培养人才。这一时期，有些书院开始得到当朝皇帝的赐书、
赐额、赐田等。统治阶级通过御赐图书和院额等形式将书院纳入国家教化体系之中，同时书
院也通过讲学活动和德行考核将学生引入、楔入道德的殿堂，并通过学规的制定和祭祀活动
教化生徒为学进德7。可见在外部和内部的双重作用下，书院已经由唐朝的藏书机构向教育
机构转变。
　　到了南宋初期，受战乱影响，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世风败坏，
整顿社会价值观迫在眉睫。此时理学家主张建设书院理学，发起了书院运动。南宋时期理学
与书院相辅相成。依托理学重新迎来发展机遇的书院，其内部的规章制度与组织管理也日趋
完善。书院逐步成为能够独立运作的教育机构，书院制度基本确立。
　　到了元朝，统治阶级并未中断书院的发展。相反，宋遗民在书院中讲授程朱、精研理学，
68
???????????????――?????????????
既缓和了民族矛盾，又为元代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8。之后，书院制度开始走出国门，
朝鲜书院以及日本的各级教育机构普遍具有部分书院的特征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唐到南宋，随着书院的发展，书院制度逐步确立。其确立的主要标志可以浓缩为下面
的四点9：
　①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②书院规制日趋完善，六大事业（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　学派祖师、
经营田产）表明书院已成为功能全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组织；
　③书院的组织管理日臻完善，内部职事设置日趋合理；
　④书院开始制定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行为，表明学术文化主张。
　　其中，书院的规章制度更是代表了书院的精髓。而这些书院的规章制度中，最具影响力
的当属江州（后改南康，今江西）白鹿洞书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三．《白鹿洞书院揭示》及其在江户时期的日本
　　宋初开始就有了“天下四大书院”的概念，但后续论说纷纭，所指各有不同，此外还有
“四书院”与“三书院”等内容上的差异。总的来说，四书院有各种组合，包括岳麓、石鼓、
白鹿洞、茅山、徂徕、睢阳、嵩阳等７所书院。与四书院不同，三书院所指高度一致，指的
是岳麓、石鼓、白鹿洞３所书院10。其中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宋初，到南宋经历了朱熹兴复后，
开始闻名全国。据记载，朱熹在出任南康军长官时主持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工作。淳熙七年
（1180）书院落成，朱熹在开学礼上将自己所制定的学规揭于门楣间，即后来扬名天下的《白
鹿洞书院教条》也称《朱子教条》。
　　《揭示》共435个字，其中正文部分175字，跋文部分260字，虽然篇幅短小，但其在中国
书院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皇帝视察太学，手书《揭示》赐示
诸生，其地位可见一斑。邓洪波（2004）评价其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之后《揭示》或被
摹写，或被刻石，或被模仿，踪迹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
为天下共遵之学规11。而实际上，与白鹿洞书院同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也曾
将《揭示》作为学规，可见其影响之广。《揭示》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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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
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
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
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
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自已浅矣；而
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
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
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
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
其亦念之哉!12
　　《揭示》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既有对人伦思想的概括，对为学之道的总结，也有对具
体修身、处事、接物的指导。从这一点来看，《揭示》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人在
社会中应当如何自处”这一问题最好的答案。可以说，《揭示》针对的是当时务记览取利禄
的学风，为回归传统，将“学”定义为五教五伦，并详细指出了为学的目标和程序。经过这
一重新定义，“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维持人伦世界的秩序就变成了“学”的
最终目标13。从这一点上看，《揭示》完整地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学”的体系，无疑是学规的
典范。可以说，《揭示》是典型的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高等教育的总纲领，南宋之后，元
明清各代书院差不多都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揭示》几乎成为各级学校的基本教育纲领14。《揭
示》作为朱熹晚年的作品，既是对既往儒学的提炼，也是朱熹自身教育思想的结晶。也正因
如此，《揭示》一直保有强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活跃在中外儒学研究者的视野中。
　　《揭示》在近世日本的使用以官校「昌平黌」为代表。从「林家塾」到「湯島聖堂」，再
到「学問所」，「昌平黌」最终具备了学校的规模，也形成了定期讲座的制度。该制度中曾有
一条，规定每年正月开始上课时要讲授《揭示》：
「もつとも年のはじめの開講日に、正月十五日には、祭酒（林大学頭）
が特に『白鹿洞書院掲示』を講じて、この日の出席者には、その刊本を
一冊ずつ頒けて与える定めであった」15
译文：年初正月十五开讲日，祭酒（林大学头）会特别讲授《白鹿洞书院
揭示》，并给当天出席者每人分发一册。这样的传统被规定了下来16。
　　作为官校的「昌平黌」在众多藩校中具有模范作用。「昌平黌」将讲授《揭示》作为制
度规定，可以看出当时《揭示》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在近世日本，随着朱子学的兴盛，《揭示》
70
???????????????――?????????????
也受到大力推崇。据说在山崎闇斎的『白鹿洞学規集注』之后还发行过官印本17；一部分藩
校会在开学时讲授《揭示》；一部分藩校会在讲堂中悬挂《揭示》等等。
　　虽然因各藩的财力、物力、人力的不同，所建藩校在创建时间、规模、教育内容上有所
不同，但从整体来看各藩都基本形成了以藩校为中心，包括乡校、私塾，寺子屋等不同层级
教育机构的教育系统。这些分属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最终带来了教育的普及，也为明治维新
以及其后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因此欧美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们提出要重新评价江户时期，他们
认为江户时期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占有重要地位18。因此，本文以这一时期的核心教育机
构——藩校为中心，在中国书院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对中国书院的受容与变容。
　　从研究《揭示》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相关资料匮乏，而且过于分散，因此如何系统地整
理、体系化的分析尤为重要。众所周知，江户时期、明治初期的日本教育相关资料主要集中
在『日本教育史資料』中，故对『日本教育史資料』中所记载相关《揭示》的记事进行系统
地梳理分析，体系化的研究，对于探讨《揭示》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受容，不失为一个恰当而
又有效的方法。此外，各个藩校的记载还散落在地方志、地方教育史等记录中。对这些资料
的收集和整理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関山邦宏对《揭示》的研究
　　梳理《揭示》在日本的流传过程就一定要提到中江藤樹的《藤树规》。中江藤樹（1608-1648）
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创者，被人称为“近江圣人”。初年深受中国朱子学的影响，而后转变
为阳明学者。他25岁辞官回乡后，创办私塾，后被命名为「藤樹書院」。《藤树规》就是其参
考《揭示》所创作的学规，具体内容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包在此中矣。
朱子曰，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五教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愚按三纲领之宗旨，
一是皆以五教为定本，而其所以学之术，存养以持敬为主，进修以致知力
行而日新。其别如左。
畏天命，尊德性。
右持敬之要，进修之本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进修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致知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
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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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原窃惟，今之人为学者，惟记诵词章而已，是以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
字之间，愚尝忧之也深。故推本圣人立教之宗旨，而参以白鹿洞规条列如
右，而揭之楣间，庶几与一二同志，固守力行之也。
　　　　　　　　　　　　　　　　宽永己卯四月二十一日19
　　如前文所述，《揭示》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
开篇；而《藤树规》以《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开篇之后
辅之以“五教”。其二，《藤树规》中加入了“持敬之要进修之本”是“畏天命尊德性”，这是
《揭示》中所没有的内容。上面两点都揭示了“德”的教育在中江藤樹思想中的重要性，明
确表明了中江藤樹重视道德教育的理念。这是朱子的白鹿洞书院与中江藤樹的藤树书院最根
本的不同。因而后人在研究中江藤樹的教育思想或伦理思想时都逃不开其对“德”的探究20。
　　《藤树规》的创作、使用、流传从另一个角度更加体现了《揭示》的价值，但影响力仅
局限于其门下，并未推广至更大的范围。関山邦宏（1977）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藤树规》的
这一意义。中江藤樹之后，山崎闇齋首先在其学术生涯的重要作品『闢異』21中全文引用了《揭
示》，随后又添加附文，名为『白鹿洞学規集注』单独出版22。在他的努力下，《揭示》在崎
门弟子中备受推崇，与之相关的书籍也大量出现，而部分身为藩校儒官的崎门学者也将《揭
示》带入藩校教学中，《揭示》逐渐在藩校中受到重视。《揭示》在藩校中的传播以“宽正异
学禁令（1787-1793）”为分界点呈现两种倾向，异学之禁前传播《揭示》的主力是崎门弟子，
而之后则是朱子学者。根据関山邦宏（1977）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揭示》在藩校中的实际
状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崎门学作为藩校的指导理念，不论出身自始至终都以《揭示》为
目标培养学生；第二类是以宽正异学之禁为契机采取朱子学为教学指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
采用了《揭示》；第三类是在异学禁令后名义上遵奉朱子学，实际上仍在“异学”的指导下
办学，而这一类藩校实质上并未受到《揭示》的影响。
　　関山邦宏（1977）在其研究中较为深刻的分析了《揭示》在藩校中的传播以及存在状态，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按照藩校中《揭示》的具体使用情况，将其
分为校规，教科书，开讲式以及其他四类。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及之后明治四年（1871）
废藩置县改革之前，共创建了278所藩校23。根据関山邦宏的统计，其中34所使用了《揭示》。
在34所藩校中，19所藩校属于校规类，17所藩校属于开讲式类，６所藩校属于教科书类，４
所藩被列为其他类（如附件１）。该文首次按照藩校中《揭示》的使用情况进行系统的分类，
在后续相关研究中这一结果也被多次引用。本文并不赞同这一分类方法，关于此点后面我们
将重点论述。此外，笔者在进一步梳理资料时发现，这一统计遗漏了８所藩校，具体如下表１：
　　接下来，我们将以上面的８所藩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揭示》在日本藩校中的使用
情况，进而揭示近世日本藩校对书院的的受容与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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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遗漏的八所藩校
１．岡山藩学校
　　岡山藩位于现在的冈山县。岡山藩学校起源于宽文六年（1666）藩主池田光政下令修建
的「仮学校」，学校成立之初致力于传播光政所信奉的“心学”，在藩主的支持下，学校规模
逐渐扩大。到了延宝、天和年间，藩内遭遇了数次洪水，由此引发了饥荒，致使藩内财政陷
入危机，藩校也受到波及，一度难以存续。所幸教员在困境中稳定了局面，藩校得以缓步发
展。到了安永、天明年间，藩内财政大力支持藩校建设，藩主也通过临校考察等方式加强对
藩校的控制，至此，岡山藩学校真正意义上成为了藩营学校。此后，藩校的教学内容开始以
朱子学为中心，排斥其他学说。
　　此外，岡山藩每年春秋举行两次释菜典礼，春季释菜典礼二月份在岡山藩学校举行，秋
季释菜典礼八月份在閑谷学校举行。由此看来，閑谷学校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藩校的规制，这
也是部分学者认为其应当算作藩校的原因之一。関山邦宏在统计时就将闲谷学校认定为藩校，
并考察了《揭示》在其中的使用情况。
　　但在考察『日本教育史資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上文中所提到的「学校」也曾使用了《揭
示》。具体记录如下：
「每月朔日白鹿洞書院揭示講義如舊」26
译文：每月一日讲授《揭示》照旧进行。
　　岡山藩学校规定的每月一次的讲授，频率较高。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岡山藩学校将学习《揭
示》定为了平时教学活动一部分，这使得《揭示》具有了作为教学内容使用的特征。
表１　『日本教育史資料』遗漏的八所使用了《揭示》的藩校24
编号 学校名 藩名
3525 学校 岡山
36 学習館 佐土原
37 進徳館 鯖江
38 明倫堂 加賀
39 修道館 久留米
40 育英館 中村
41 徽典館 館
42 日新館 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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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佐土原藩学習館
　　佐土原藩位于现在的宫崎县宫崎市。佐土原藩学習館兴建于文政八年（1825），时任藩
主为十代藩主島津忠徹。佐土原藩文教事业的兴盛体现在学校的普及与多样性上：在藩校教
员的努力下，藩内较为偏远的地区也建设了五所小学校，便于当地儿童入学；而在明治三年
（1870）更是在藩内设立了「女学校」。这对于当时处于变革浪潮中的日本来说无疑是长足
的进步。现今宮崎市立佐土原小学校就坐落在学習館的旧址上，跨越古今，传承的是人们对
知识，对教育的敬重。
　　根据记载，佐土原藩学習館将刻有《揭示》的匾额挂在了讲堂中央的楣窗间。记载如下：
　　「訓條ハ白鹿洞書院揭示及ヒ學則ヲ板ニ書シ堂ノ中央楣間ニ揭ク又
別ニ卷物トナシ時ニコレヲ讀ンテ學ヲ為ル大端師ヲ尊ヒ道ヲ重ンスルノ
道ヲ知ラシメ繁文ヲ設ケスシテ委任ヲ師長ニ專ニセシム」27
　　译文：将《揭示》与藩校的学则用做校规，刻在木板上悬挂于讲堂的
楣窗间。也将其制作成卷轴，使学生勤于研读，以传达尊师重道的道理。
　　将《揭示》存放在讲堂中对应了《揭示》本身作为学规的功能性。而将《揭示》刻在匾
额上则说明《白鹿洞书院揭示》在该藩校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同样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刻
在匾额上的还有前橋藩博喩堂、岡山藩閑谷学校、松山藩明教館等藩校。此外，将《揭示》
刻在匾额上还有利于《揭示》的流传。得益于此，现存的部分藩校遗址中仍保存着实物资料，
这对考证《揭示》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３．鯖江藩進德館
　　鯖江藩位于现在的福井县敦贺市。鯖江藩進徳館起源于藩主「間部詮熙」命儒学者「芥
川左民」所建立的面向藩臣子弟的家塾，文化十一年（1814）兴建校舍并将其命名为進徳館，
登用儒学者芥川轍为教员，制定学规，传道受业。鯖江藩还规定了士族子弟满八岁者必须入
学，并以藩费资助学生游学，足见藩内对文教事业的重视。
　　鯖江藩進徳館规定了每年正月十二日开学时，儒学教员需讲授《揭示》，记录如下：
「藩立學校每年正月十二日ヲ學校開キト稱シ武藝ノ師役幷世話人等マテ
ヲモ相集メ儒員ニテ白鹿洞揭示ヲ講義シ以テ聽聞セシメリ何レモ禮服ヲ
着ス」28
译文：藩立学校每年正月十二日开学，教授武艺的教员以及学校管理人员
都需齐聚，听儒学教员讲授白鹿洞揭示，出席者需身着礼服。
　　鯖江藩進徳館规定了每年正月十二日开学时，儒学教员需讲授《揭示》，并强调出席仪
式者需穿着礼服，这说明该场合较为正式。但与中村藩育英館的情况不同的是，進徳館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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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讲授《揭示》时并未举行祭祀活动。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藩校讲授《揭示》的场合也
不相同。另一方面，在仪式中讲授《揭示》与将《揭示》作为教学内容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藩校将《揭示》作为教学内容使用时，一般将其置于较初级的层次（如
館藩徽典館），这说明《揭示》本身内容浅显易懂。而在仪式祭典上使用《揭示》，其形式意
义更大。
４．加賀藩明倫堂
　　加賀藩是江户时期的第一大藩，领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石川、富山两县全域，有「加賀
百万石」之称。加賀藩明倫堂创建于宽政四年（1792），时任藩主为十代藩主前田治修。该
校在建设之初就贯彻了“文武两道”的思想，主张在振兴文教事业的同时不得忽视武士阶级
的尚武传统，因此在设立明倫堂的同时还兴建了教授武艺的経武館。据此我们也可以发现，
明倫堂与経武館实际上是加賀藩藩校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从“文”与“武”两个方面完整
地构筑起加賀藩的藩校教育体系。
　　加賀藩明倫堂将《揭示》张贴在藩校中说明其不同于一般的教学内容，更加强调了《揭
示》的教导性作用，这照应了《揭示》本身作为学规的功能性。同时张贴于明倫堂中的《揭
示》左侧有附文，如下：
「右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為學之條目極為簡明 教人之法不可捨此而他
求 故揭之此堂以示學生 學生當從事與此而勉力焉 若夫武備固守國之要
務 而圣學分内之事業 也況學生皆家世為武職 則武事之講習固不可以懈
也 故又有經武館之設 若設為別異 則懼有廢武之失 可不戒焉哉」29
　　上述内容强调了《揭示》内容简单明了，学生应当以《揭示》为准则，不可另寻其他治
学的方法；此外还要求学生不得荒废武艺，积极习武，而这也体现出在加賀藩的藩校教育中，
文道与武道并非是割裂存在的。另一方面，藩校中的学者会吸收《揭示》内涵并进行自己的
解读，以此丰富其内容，而这也证明了藩校对《揭示》使用在受容的基础上还产生了变容。
从形式上来看，藩校学者对《揭示》的重新解释并不改动《揭示》原本的内容，一般在《揭
示》原文之外附注新的内容。
　　此外《揭示》还被应用于明倫堂举行的「初見式」中，如下：
「初見式　生徒被仰付初見之義都講より申談有之候は出白鹿洞掲示講解
いたし賛物取受候事」30
译文：初见仪式　教授学生（与老师）初次见面的义理，在学生的请求下
老师向其讲解《揭示》，其后学生向老师致谢。
　　这或许是为了强调师生之间的人伦道德。另一方面，明倫堂曾出版《揭示》31，并且在
75
国際教養学研究 Vol.4（2020.3）
原本的内容上增添了简短的跋文32。但该跋文与张贴在明倫堂中的《揭示》所添加的部分是
否一致还需后续考证。
５．久留米藩修道館
　　久留米藩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其藩校建设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七代藩主有馬頼徸任用儒学
者高山金次郎为教员，在久留米城外所建立的学問所。其后学問所讲学中断，八代藩主又新
设讲学场所，并将其命名为修道館。宽政七年（1795），修道館因火灾焚毁，以此为契机，
籓内下令修建新的藩校，明善堂便应运而生。从学問所到修道館，再到明善堂，一脉相承，
体现了久留米藩藩校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
　　而在藩校发展的历程中，奉行的学说也屡次更变。在学問所时期，教授的内容以崎门学
为主。而修道館建立后，先是任用鹿门学者，奉行古学派，随后又尊崇朱子学派。明善堂时
期根据藩校内所聘教授的不同，从鹿门古学派到折衷学派再到正统朱子学派，校内学风多次
发生转变。而《揭示》正是在修道館尊崇朱子学的时期被引入藩校中的。从时间上看，修道
館在这一时期奉行朱子学，这与宽政二年（1790）所推行的独尊朱子学、排斥其他学说的异
学禁令密切相关。
　　久留米藩修道館在教则中强调了《揭示》的重要价值，原文记载如下：
「學術正からされは心術自不正大學は大人の學にして身を修め國を治る
道に志し白鹿洞書院揭示に順て篤實に可勤之……」33
译文：学术不正则心术不正，要将《大学》视作塑造人格的学问，立志于
修身治国，需依顺守《揭示》，笃实地钻研其中的道理。
　　以《揭示》为准则规范言行，修养身性，最终达到治国的目的。可见《揭示》所传达的
人伦思想与该藩校所期待的理想学生应当有的特质相契合，因此才会在教则中引导学生学习
《揭示》，以此勉励学生虚心学习，端正品行。
６．中村藩育英館
　　中村藩也叫相馬藩，育英館是文政五年（1822）第二十七代藩主益胤因深感治国人才的
缺少而建立的藩校。
「文政五年創立　藩主相馬益胤（長門守）治国ノ急務ハ学校ヲ興シ　人
材ヲ育スルニ在ルヲ察シ　海東驥衡ヲ挙テ儒官ト為シ文教ヲ拡張セリ　
士族小野田庸宗百金ヲ献シ学館造営ノ資ニ充ツ」34
译文：（藩校）创立于文正五年，藩主相马益胤（长门守）认为治国的急
要之务在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为了扩张文教事业。（藩内）提拔了海
东骥衡为儒官。士族的小野田庸宗进献百金充当修建校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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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藩育英館位于现在的福岛县，在同属福岛县的11所藩校中，育英館学生数量有300人，
其中寄宿生20人，可算学生人数较多的藩校35。早在育英館建立之前，中村藩藩主就曾下过
「諭達書」，上面提出了士族子弟的教育方法与平民子弟的教育方法。其中平民子弟的教育
方法中更是注明了：
「家塾寺子屋ニテ就学セシムルノミ藩立学校ヘ入学スルヲ許サス後郷校
ヲ設クルニ至リテハ士族平民ヲ論セス一般ニ入学セシム読書初ニハ必ス
白鹿洞掲示ヲ授ケ右畢テ四書歴史ヲ授ク」36
译文：仅允许其就读于家塾或寺子屋，禁止进入藩立学校学习。乡校设立
后，不论士族还是平民皆可入学。初习读书必定教授其白鹿洞书院揭示，
之后教授四书及历史。
　　中村藩育英館规定了每年正月五日开学日讲授《揭示》。记录如下：
「正月五日開校儒者自白鹿洞揭示ヲ講シ孔子ノ畫像ヲ揭ク酒饌ヲ供ス」37
译文：正月五日开学，儒学教员教授白鹿洞书院揭示，挂孔子圣像，供奉
酒肴。
　　在当天的仪式中，还有悬挂孔子的画像、准备供祀用的酒席等环节，可见已经具备了祭
祀的性质。而在这样的场合讲授《揭示》更加强调了对儒学先贤的缅怀以及对藩校生勤勉向
学的期待。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育英館的藏书数量以及种类已经难以考据，但可以知道的是，该
校曾出版过《揭示》38。
７．館藩徽典館
　　館藩也称松前藩或福山藩，在1869年版籍奉还后改称「館藩」，位于现在的北海道松前郡。
徽典館的建设最早可追溯至幕府直辖时期于文化八年（1811）所创办的学馆倡教館。文政五
年（1822），藩主松前章广提拔儒学者村伝五郎和朱子学者平昭蕩平振兴文教事业，徽典館
自此诞生。徽典館建成后承续了倡教館的教学功能，因此倡教館也可看作是徽典館的前身。
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五日，徽典館在战乱中被焚毁，众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付之一炬，館
藩半个世纪以来的藩校发展历程也就此终结。
　　館藩徽典館在使用《揭示》时将其作为学生进入下一学习阶段的标准之一进行了明确的
规定。在徽典館中，在校学生被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第一等为年龄九至十二岁的素读生，
学习的书目包括《小学》、《四书》、《诗书》等；第二等为十三至十五岁的复讲生，复讲生需
要每日接受第三等学生的指导并进行轮讲，学习的书目有《孟子》、《古事记》、《日本外史》
等；当复讲生学生满足进学的年龄但经考察发现其学力不足以升入三等时，会成为讲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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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生的年龄要求为十六至十八岁，需要每日会见助教接受指导，学习的书目包括《日本记》
《温史》《大日本史》等。其中，关于第一等学生有如下记载：
「第一等（素讀生）寄合席ノ弟子ヨリ下足輕ノ弟子ニ至ル迄九歳ヨリ
十二歳ノ冬十一月ニ至ル　白鹿洞掲示（諳誦）人ノ人タル道盡ク掲示ニ
アリ39」
译文：第一等（素读生）上至寄合席子弟下至下足轻的子弟，从九岁至十二
岁的冬季十一月，需背诵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蕴含着完善人格的方法。
　　在这里，《揭示》被用于第一等素读生的启蒙或者说可以作为划分学生学习等级的参照。
这样看来，《揭示》在被作为教学内容使用时，一般应用于最初级的教学活动。
８．厳原藩日新館
　　厳原藩也称対馬藩或府中藩，位于现在的长崎县。厳原藩日新館是在藩主宗重正的主持
下于元治元年（1864）设立的藩校，其初衷是敦促藩士子弟文武并重，因此在建设之初就分
设了文武两馆。日新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元治元年（1864）二月文馆运营，同年七月武
馆开业，到了十月就遭到废馆，一共仅存在了约八个月，但其教育方针、制度规章较为完整
地保存了下来。
　　厳原藩日新館在「館中規則」中提及了《揭示》。具体如下：
「御次ノ間エ白鹿洞書院ノ学規ヲ被掲置候ニ付師役幷諸生中學問躬行ノ
規矩ト可相心得事」40
译文：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张贴于校舍中，作为治学的规矩师生当认真奉行。
　　在厳原藩，《揭示》被认为是做学问的规矩，师生应当认真奉行。值得注意的是，该规
则不仅用于规范学生的行为，也适用于也适用于教师教学、研究的过程中。
六．书院对藩校影响的讨论
　　関山邦宏（1977）曾将《揭示》在藩校中的受容与变容情况简要分为校规，教科书，开
讲式以及其他四类，但関山邦宏并未对这四种分类进行明确的定义。除此以外，这种分类方
法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校规的定义十分宽泛，涵盖了学校中所有规则，因此当部
分藩校在校规中规定了开学讲授《揭示》以及将《揭示》作为教科书使用时，我们很难明确
这一分类。例如，掛川藩教養館的教则中有如下条目：
「正月八日ヲ講釋始メト定メ白鹿洞掲示ヲ講ス」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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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规定正月八日开始讲学，讲授白鹿洞揭示。
　　関山邦宏认为其既属于校规类，又属于开讲式类。在佐野藩観光館的诸杂则中也有相似
的记录，具体如下：
「正月廿日午前九時職員諸生其他藩士一同禮服著用登場教授白鹿洞書院
揭示ヲ講明ス畢テ藩士一同退塲シ職員ニ酒肴ヲ下賜ス」42
译文：正月二十日上午九时藩校职员、学生以及其他藩士一同着礼服出席，
教师讲授白鹿洞书院揭示。结束后藩士一同退场，赐予藩校职员酒肴。
　　但関山邦宏仅将其划归为开讲式类，并未将放入校规类中。可见関山邦宏所制定的分类
体系标准并不统一。第二，藩校除了使用《揭示》外，还出版《揭示》，这也是各藩校对《揭
示》的重要使用形式之一，笠井助治（1960）将藩校的出版事业单列为一章，举例说明了藩
校发展出版事业的原因及意义，他指出：“江户时期学问的发达及普及促使了藩校出版事业
的繁荣，而出版事业的发达又反作用于藩校的教学活动，成为藩校传播学问的源泉43；在其
后续出版的『近世藩校於ける出版書の研究』（1960）一书中，笠井助治又进一步整理了各
藩校的出版情况，并从出版物的体裁、出版与教育的关系等角度，较为全面的展示了藩校出
版事业。可见，笠井助治在对藩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出版事业对于藩校的重要
性。正如后文将要详细论述的，《揭示》的出版在藩校中并非个例，而且与藩校的教学活动
及祭祀活动息息相关，但这一重要使用形式却并未在関山邦宏的分类体系中体现。综合上述
两点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结合现有资料，将《揭示》在藩校中的使用情况进行合理分类是研
究《揭示》的重点。
　　白新良（2002）在论述江户时期日本书院时曾指出，日本书院取法于中国，虽然数量较
少，在形式上未能独成类别，但却渗透融合于各类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中44。此处白新良
（2002）所提及的日本书院是冠以“书院”之名的各类学校。其中，藩校与中国书院有着诸多
的相似之处：藩校多设有文库用以收藏书籍；藩校中多设有祭孔的场地，在特定日期会举行
祭祀活动；藩校主要教授四书五经，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阵地等等。这也是本文分析《揭示》
在日本藩校的使用情况的主要原因。
　　此外，本文借入中国书院制度确立标志，对应分析日本藩校。正如前文第一部分所指出
的中国书院制度确立的四点标志中，第二点提到书院的六大事业，即：研究学问、教学传道、
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经营田产是书院的经济来源，与书院的人（教师与
学生）及物（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中将书院事业归结为三点：
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45。本文也赞成归为三点的想法，并以此来探讨《揭示》在日本藩校中
的受容与变容情况。下面我们结合日本在接受书院制度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下表２），一
边分析三大事业，一边探讨日本藩校对中国书院的受容与变容的情况。
　　讲学即育人，在盛朗西的三大事业中虽排在最后，但“最重要之事业则为讲学”46，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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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中将之列为第一。我们通过对江户时期日本藩校的全貌概况，可以看到当时统治阶级
对教书育人的重视。江户初期，从林家塾到湯島圣堂、学問所，最后形成了具备学校的规模
的官校「昌平黌」。之后各藩开始以幕府直辖的「昌平黌」为模本建立藩校。如前文所提及，
根据日本文部省编撰的『日本教育史資料』记载，江户时期共有藩校228所。官校和藩校都
是培养统治阶级即武士子弟的学校，可见当时统治阶级对自身教育的重视。上面８所藩校中
有７所可归为讲学类。具体来说，中村藩育英館、館藩徽典館主要为初等级学生作为教授内
容使用，岡山藩学校作为每月一讲的教学内容使用，而佐土原藩学習館、加賀藩明倫堂、久
留米藩修道館、厳原藩日新館则主要将《揭示》作为学习规范来使用。
　　书院祭祀是指六大事业中的“祭祀学派祖师”，具有宗教性质，主要是“取先儒之有功
德于圣门者从祀之”47。这一祭祀行为可以理解为书院与学术（理学）一体化后，学术先贤
被高度抽象化后成为精神象征的体现。根据笠井助治（1960）的统计，江户与明治时期282
所藩校48中：藩校内有孔庙59所（含岡山籓学校中的中室），藩校内无孔庙161所（含没有祭
祀仪式以及没有祭祀惯例的藩校）有无不明62所（含缺少资料、无从调查的藩校）。
　　设立有孔庙的59所藩校大多数为大藩。笠井助治推测，对于小藩来说，虽然有在设置孔
庙的需求及愿望，但由于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得以实现。而161所没有设立孔庙的藩校中，
也包含了没有单独设立孔庙，但有祭拜孔子活动的藩校。这样看来有祭祀行为的藩校数量应
当不少。关于此点，我们将另辟文章具体分析。在中国书院祭祀的大多为学问大儒，一般指
周程张朱。而在江户时期的日本藩校除了祭祀中国的儒学大家以外，还有祭祀日本儒学大家，
如大洲藩止善書院祭祀的就是中国的儒学大家王阳明及日本儒学大家中江藤樹：
「享保年間川田半太夫家塾ニ於テ王陽明藤樹ヲ祭リ釋菜ノ式有之候處其
後延享ニ至リ止善書院明倫堂成右二先生釋奠ノ禮ヲ行ヒ…」
49
表２　『日本教育史資料』遗漏的八所使用了《揭示》的藩校
编号 学校名 藩名 讲学 祭祀
藏书
出版
35 学校 岡山 •
36 学習館 佐土原 •
37 進徳館 鯖江 •
38 明倫堂 加賀 • • •
39 修道館 久留米 •
40 育英館 中村 • • •
41 徽典館 館 •
42 日新館 厳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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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享保年间在川田半太夫所创办的家塾中就曾祭祀王阳明与中江藤
树，其间还有释菜仪式。其后到了延享年间止善书院明倫堂落成后又举行
了二先生（王阳明与中江藤树）的释奠之礼。
　　此外，姫路藩好古堂祭祀的是日本神话中的神，具体如下：
「本校ハ元正月開校ノ節校床ヘ六經四書ヲ飾置神酒ヲ供セシ后八意思兼
命幷孔子ヲ祭典スルノ…」
50
译文：本校原本正月开学时会在学校的地板上摆置六经四书，供奉神酒，
之后又举行了祭拜八意思兼命51及孔子的祭典。
　　大野藩明倫館则是祭祀藩主：
「…祭酒進テ祭文ヲ讀ミ且論語一章ヲ講シ講畢ル二及ヒ藩主神位ヲ拜シ
神酒ヲ饌シテ退校セラル…」
52
译文：奉祭酒，读祭文，讲授《论语》第一章。讲毕祭拜藩主神位，饮神
酒后离校。
　　有些藩校以医学为主，因此祭祀的是神农和大已貴命、大己少彦命二神。如下面的山口
藩好生堂：
「祭神ハ神農ノ畫像を以セシカ祭式等不詳維新前青木周弼ノ建議ヲ用ヒ
神國ノ醫祖大已貴命大己少彦命ノ二神ヲ祭ル」53
译文：将神农氏奉为祭拜的神明，张贴其画像，祭祀仪式记载不详。在维
新前又采用了青木周弼的建议，改为祭拜神国的医祖大已贵命及大己少彦
命二神。
　　这些祭祀的对象已经与中国书院祭祀的对象大不相同，虽然同为祭祀先贤，中国书院一
般祭祀儒学大家，日本藩校有些祭祀儒学大家，有些则是祭祀藩主等。祭祀行为本身具有宗
教性质，但中国书院祭祀的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日本藩校有些祭祀的是不存在的神。关于这
一方面还有很多需要继续考察分析的地方，值得我们另立文章考察分析。本文中所涉及的８
所藩校中有３所所使用的《揭示》可归为祭祀类。具体来说，鯖江藩進徳館、中村藩育英館
是在每年的开学仪式上使用《揭示》，加賀藩明倫堂是在老师与学生的初见仪式上使用《揭示》。
　　藏书出版主要与书籍相关。包括六大事业中的藏书与刻书，其中刻书就是与书籍相关的
出版。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从数量上看藏书类《揭示》的使用是三类中最少的一类，
但出版或收藏《揭示》在藩校中其实并不少见。根据笠井助治所统计，明治四年（1871）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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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之前的282所藩校中，49所藩校有藏书或出版的情况，114所藩校没有藏书或出版的情况，
104所藩校没有记录，14所藩校记录不详54。根据我们的统计，在49所有明确记载曾藏书或
出版书籍的藩校中，12所藩校曾经出版或收藏过《揭示》，约占26%。具体是：佐倉藩、仙
台藩、中村藩、前橋藩、新発田藩、金沢藩、会津藩、掛川藩、林田藩、松前藩、館山藩、
加賀藩。我们上面涉及的８所藩校中有２所可归为藏书出版类，即加賀藩明倫堂，中村藩育
英館。
七． 结论
　　関山邦宏（1977）的研究较为详细的阐明了《揭示》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并首次将《揭
示》在各藩校中的使用实态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因此成为了后续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
但由于资料量过大，当时的条件下无可避免的在搜集过程出会出现遗漏，加之其研究将《揭
示》限制在“日本教育”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忽视了《揭示》本质上是书院文化的产物，从
而导致脱离中国书院谈《揭示》，也就必然无法完全把握其全貌。因此，其研究中对《揭示》
在各藩校的使用实态的分类，也存在着标准不明确、范围有局限等问题。这些不足之处正是
本文希望进行补充、完善的地方。
　　本文首先对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书院制度确立的标志重新审视
了《揭示》对于书院重要价值。立足于此，我们着眼于《揭示》在江户时期日本教育机构中
的流传与应用，具体考察了藩校中《揭示》的使用实态。本文的突出价值在于对既有研究进
行扩充的同时，还从书院讲学、祭祀及藏书出版的三大功能的视角，对藩校中《揭示》的使
用情况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进行考察，指出江户时期藩校对书产生的受容
与变容，具体表现为：①《揭示》除作为学习规范外，在日本藩校中还作为教学内容使用，
拓展了《揭示》作为教学内容的使用范围；②祭祀活动所使用的《揭示》，有些与中国书院
类似、祭祀学派祖师，有些则不同，如祭祀藩主、祭祀相关神明等。③出版或收藏《揭示》，
扩大了《揭示》在江户日本的传播范围。其中将《揭示》用做学习规范及对应的出版收藏，
都体现了《揭示》发源之初作为学规的功能。这些可以视为日本藩校对中国书院的受容。而
将《揭示》用于祭祀活动、以及在日本藩校祭祀对象的多样性上，日本藩校都与中国书院有
较大的不同。而这些就是日本藩校在吸收中国书院文化基础上产生出的变容。
　　本文补充了関山邦宏研究中的遗漏的８所藩校，将有记载曾使用《揭示》的藩校由原有
的34所扩大至42所。后续我们将按照本文的研究方法，将考察范围扩大至42所藩校。此外，
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日本藩校与中国书院在祭祀对象上存在的差异，这也是后续需要继续
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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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三冊p.273
28『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二冊p.70
29『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二冊p.195
30 同上，p.204
31 同上，p.208；関山邦弘「『白鹿洞書院掲示』の諸藩校への定着とその実態」P.23，青山学院大学教
育学会記要 1977；竹松幸香『近世金沢の出版』p.106、p.109，桂書房 2016
32『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二冊p.208
33『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三冊p.41
34『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一冊p.663
35『福島県教育史』第１巻p.41，福島県教育委員会 1972
36『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一冊p.663
37 同上，p.666
38 同上，p.666；関山邦弘「『白鹿洞書院掲示』の諸藩校への定着とその実態」P.23，青山学院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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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会記要　1977；笠井助治『近世藩校於ける出版書の研究』p.150，吉川弘文館 1962
39『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一冊p.728
40『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三冊，p.298
41 同上，p.179
42『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一冊p.646
43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の総合的研究』p.119，吉川弘文館1960
44 白新良《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朱汉民 ·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45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p.47，中华书局社 1934
46 同上，p.50
47 同上，p.49
48 同书p.125中写的是281所藩校。
49『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二冊p.894
50 同上，p.514
51 八意思兼命，又称「思兼命」或「天八意思兼命」，是日本神话中掌管智慧的文神。
52『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二冊p.70
53『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二冊p.759
54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の総合的研究』p.125，吉川弘文館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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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使用了《揭示》的34所藩校（根据関山邦宏1977数据统计）
编号 学校名 藩名 设立年代
１ 日新館 会津 寛文　五 1665
２ 閑谷学校 岡山 貞享　三 1686
３ 時習館 熊本 宝暦　六 1757
４ 振徳堂 篠山 明和　四 1767
５ 道学堂 新発田 安永　元 1772
６ 養老館 津和野 天明　六 1786
７ 弘道館 佐賀 天明　七 1787
８ 学問所 広島 天明年間 1781～1789
９ 成徳書院（温故堂） 佐倉 寛政　四 1792
10 明倫堂 金沢 寛政　四 1792
11 国学 琉球 寛政　十 1798
12 敬業館 林田 寛政年間 1789～1801
13 稽古所 掛川 享和　二 1802
14 立教館 桑名 文化　六 1809
15 稽古館 弘前 文化　七 1810
16 明教館 松山 文化　十一 1814
17 礼譲館 宮津 文政　元 1818
18 伝習館 柳川 文政　十 1827
19 博喩堂 前橋 文政　十 1827
20 徽典館 松前 弘化　二 1845
21 文武学校 松代 弘化　三 1846
22 造士館 安中 嘉永　六 1853
23 誠之館 福山 安政　六 1859
24 明道館 福井 安政年間 1854～1860
25 道学館 鶴田 慶応　二 1866
26 明倫堂 名古屋 慶応　三 1867
27 求道館 足利 明治　元 1868
28 観光館 佐野 明治　二 1869
29 敬義館 館山 明治　二 1869
30 藩学 松本 明治　三 1870
31 維新館 平戸 明治　三 1870
32 学聚館 吹上 明治　四 1871
33 学問所 津山 ？
34 修身舎 森 明治　三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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